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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84]摘要：基于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出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科技金融政策、金融发展程度、科研经费强度、政府科技支持力度、科研人数和科研人员学历等因素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组合效应。研究表明：（1）高效的科技金融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受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其中科技金融政策是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2）推动地区实现高效科技金融发展的路径有4条，分别为政策平衡型、全面协作型、科研投入型和环境人力型，其中科技金融政策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重要因素。建议科技金融发展效率高的省份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弥补不足的方面，而发展效率较低的省份应根据地区发展优势因地施策，寻找符合自身科技金融高效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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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of China: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Fuzzy-set

Zhou Xin, Ma D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xi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by DEA-BCC model. Further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policy,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the strength of gover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High effi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concurrency", and influenced by the above factors simultaneously, among the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polic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2) Four ways are suggested to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including policy-balanced, comprehensive collabo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power model, among the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polic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rovinces with high effici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should active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own advantages, while the provinces with low development efficiency should giv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find a way to meet the high efficiency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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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推动科技生产力实现高效转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刺激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的重要支柱。科技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核心要素，而金融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和经济环境的外在保障。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环节，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要寻求经济的突破性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一强大驱动力的助推，也需要金融发展的有利支撑。我国自2011年科技部发布《关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各地区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引导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和科技金融人才配置效率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区域科技金融的发展效率。因此，研究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不仅是对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等相关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探索科技金融优化路径及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需要。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科技金融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围绕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展开研究。在金融方面，Canepa等[1]利用社区创新调查数据，探讨了金融因素作为英国创新制约因素的作用，发现金融因素对高科技部门和较小的企业的创新活动有一定的正向影响；Giannetti[2]发现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有更显著的作用；Kortum等[3]研究了金融风险资本对美国20个行业专利发明的影响，发现金融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市场融资方面，Atanassov[4]利用面板数据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依赖金融市场融资进行的科技创新活动会取得更高质量的成果；Kim等[5]探讨了2000－2008年外部融资对韩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的各种影响，发现银行贷款的间接外部融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而证券发行的直接外部融资对技术创新活动有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科技金融”的概念首次在国内提出，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科技金融的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在理论方面，赵昌文等[6]所著的《科技金融》是国内关于科技金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认为科技与金融相互融合对于促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重要作用；房汉廷[7]从理论、实践和政策3个方面阐述了科技金融问题；邓天佐等[8]探讨剖析了我国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内涵、规律、特点及表现形式，并针对科技金融相关问题给出建议。在实证研究方面，曹颢等[9]选取科技金融资源指数、经费指数、产出指数和贷款指数4个方面10个指标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进行评价；杨建辉等[10]筛选18个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并利用投影寻踪模型得到我国20个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甘星等[11]构建科技金融指标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析了2006－2014年我国三大经济圈的科技金融效率；黄瑞芬等[12]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和随机前沿（SFA）模型对我国科技金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效率进行评价，发现不同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薛晔等[13]运用熵权法和贝叶斯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2001－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并分析了金融投入变量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李林汉等[14]利用DEA-Tobit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财政科技拨款、科研经费投入等因素具有重要影响；许世琴等[15]采用DEA-BCC模型测算了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科技金融效率，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因素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强度、科研氛围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资金规模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科技金融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选取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利用DEA方法、SFA模型等方法测算出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率，并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在分析影响因素方面，大部分学者选取科技金融评价体系中的投入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利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重点分析研发经费强度、融资方式、资金规模等不同投入要素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而较少考虑金融环境的作用。在知网上截至2020年6月搜索关键词“科技金融效率”，仅有3篇文献专门讨论了金融环境对科技发展效率的影响。此外，科技金融发展效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现有文献中只是研究分析了不同因素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产生正向或者负向、显著或不显著的影响，却忽略了因素之间协同组合效应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DEA-BCC模型测量2011－2017年我国各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并以各省份2017年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为结果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金融环境、科研资金投入和科研人力投入角度选取6个因素作为影响因素，研究这些因素之间的协同组合效应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探寻实现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目标的最佳路径。
2  实证分析
2.1 定性比较分析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方法。有学者认为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条件间多是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因此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不能仅局限于关注单个条件对结果的影响[16]。定性比较分析法放弃了单变量的净效益，采取整体的视角看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布尔代数作为数据运算的基本原理，研究多个条件变量之间如何组合搭配，可以解释结果的发生（A×B→Y）。传统的定量方法追求得到结果的最优解，而定性比较分析法认为导致结果发生的组态具有等效性，即多个不同的条件组合会产生同样的结果（A×B→Y，C×D→Y）[17]。
[bookmark: OLE_LINK95]在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前，需要校准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模糊集的功能强大，可以将条件变量的数据值校准到0～1之间的任何数值，用于评估“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间的隶属程度，这样可以最大化防止数据信息的丢失。这种校准可以得到一个连续变量的模糊集，并且依赖于使用理论和实际知识设定3个定性的转折点：“完全隶属”（1）、“完全不隶属”（0）以及交叉点（0.5），交叉点是最大的模糊点。
利用组态分析研究结果的QCA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自的优点，既适用于中小案例样本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大规模案例的研究。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受多个因素影响，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有助于从深层次分析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探究提升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条件组合路径。同时，本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案例（以下简称“样本省份”），符合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样本数量的基本要求。
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校准
2.2.1  结果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结果是各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利用DEAP2.1软件，以金融投入、政府投入和科技投入3个方面的5个指标为投入要素，以发明专利申请量、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和高新技术新产品销售额为产出要素，将科技金融产出指标的数据选择相对于投入指标的数据选择滞后1期进行研究，计算出2011－2017年样本省份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并以其2017年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为结果变量。
2.2.2  前因条件变量
（1）金融环境。金融环境是金融活动发生与发展的支持系统和资源，并影响着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18]。本研究选用科技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程度作为金融环境的二级指标。其中，金融发展程度借鉴童纪新等[19]的指标选取方法，采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科技金融政策以地方政府在官网上发布的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相关文件为依据，设定2017年以前发布相关科技金融文件的数量0和1分别对应隶属度为0.05和0.95的校准点。金融发展方面对应的“完全不隶属”“模糊点”“完全隶属点”3个校准点的数据分别为0.9、1.6和2.5。
（2）科研资金投入。科研经费是为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支出的费用，科研经费是否充足对科研成果有直接影响，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科研经费的投入。本研究采用科研经费强度和政府科技支持力度来反映科研资金投入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其中，科研经费强度用R＆D内部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政府科研支持力度用地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比来表示。经费投入强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对应的“完全不隶属”“模糊点”“完全隶属点”的校准点分别是0.5%、1.2%、2.6%和0.7%、1.5%、5%。
（3）科研人力投入。科研人员是科技研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科研人数和科研人员学历对科研创新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科研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来研究科研人力投入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这2个变量对应“完全不隶属”“模糊点”“完全隶属点”的校准点分别是7 000人年、135 000人年、300 000人年和0.52%、0.71%、0.9%。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有关官网信息。样本省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前因条件变量的校准点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省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前因条件变量校准点
	测量维度
	变量
	完全不隶属点
	模糊点
	完全隶属点

	金融环境
	科技金融政策/项
	0
	0.50
	1.00

	
	金融发展程度
	0.90
	1.60
	2.50

	科研资金投入
	科研经费强度
	[bookmark: OLE_LINK2]0.50%
	1.20%
	2.60%

	
	政府支持力度
	0.70%
	1.50%
	5.00%

	科研人力投入
	科研人数/人年
	7 000
	135 000
	300 000

	
	科研人员学历
	0.52%
	0.71%
	0.90%




2.3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根据模糊集分析的步骤，在利用真值表对条件组合进行分析之前，需要检测各条件的必要性，以确定该条件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确定的依据是结果变量的一致性数值。根据Rihoux等[17]的研究，必要性模糊子集关系的一致性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评估：

                                                      （1）
式（1）中：Yi为案例i对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Xi为案例i对于前因条件的隶属度。
在fsQCA3.0软件中运行必要条件分析，得到单个前因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如表2所示。依据以往研究，当一致性数值大于0.9时，则可以认定该条件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20]。根据表2可知，当结果变量为科技金融发展效率时，单个条件的一致性数值最高为0.821 706，不超过0.9，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必要条件。这说明有效提高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不能单独依靠某个变量，而是需要多个条件组合搭配共同作用实现。

表2  样本省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前因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科技金融政策
	0.821 706
	0.865 306

	金融发展程度
	0.633 721
	0.830 652

	科研经费强度
	0.796 512
	0.825 301

	政府支持力度
	0.771 318
	0.924 148

	科研人员学历
	0.619 509
	0.751 567

	科研人数/人年
	0.743 540
	0.858 955


            
2.4  结果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是分析各条件变量之间不同组合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本研究运用条件组态分析探究哪些组合是导致我国高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路径。将一致性的阈值分界点设置为0.85，案例阈值设定为1。运行fsQCA3.0软件中的标准分析，可以得到3个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复杂解是根据案例条件未做处理分析得出的结果，解释模型复杂，普适性较差；简约解是精简之后的解，相对简单，但启示性较差；中间解兼具前两者的优点，通常用作问题的分析结果。根据表3可知，样本省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中间解的总一致性为0.931 062，总覆盖度为0.759 044，说明这些解的解释力和可行性强。经分析，有4条路径可以实现地区科技金融高水平发展：
（1）路径1即政策平衡型。可以解释为当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科技与技金融结合发展，同时科技型企业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和拥有一批学历高、科研能力强的科技金融人才，因此即使科研人数没有产生规模效应，该地区也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其中，科技金融政策为核心条件，科研经费强度和科研人员学历为辅助条件。符合路径1的省份为陕西省和天津市。陕西省虽然总体经济实力略显不足，但是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加强高校建设，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省内科技型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占比不断增大，聚集了一批“高精尖”的科研人才，为科技创新作出巨大贡献。2012年陕西省政府出台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相关政策，加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开展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强化有利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保障措施，加速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天津市临近北京市，依靠北京市的辐射和自身发展，经济、科研投入和科研人员能力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再加上市政府布局于科技金融发展，因此即使科研人员数量未达到较高状态，天津市也有较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
（2）路径2即全面协作型。可以解释为当地方政府支持科与技金融结合发展，同时具有较大的科研经费投入和政府科技支持力度，吸引大量科研人员聚集，无论金融发展程度和科研人员学历如何，该地区也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其中科技金融政策、科研经费强度、政府科技支持力度和科研人数均为辅助条件，这4个条件对实现该路径的贡献度相同。符合路径2的省份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是国际化大都市，经济金融实力强大。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北京拥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科技园，而上海也形成了“一区六园”的高新技术产区新格局，两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实力雄厚，而且有大批高等院和科研机构作为支撑，汇集了一大批学历高、能力强的科技金融人才，再加上科技型企业重视科技研发，政府大力支持科技发展，北京市和上海市均实现了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这3个省份均位于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2012年开始3省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加速科技与金融结合，助推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3省的科研经费强度分别为2.63%、2.45%和2.6%，政府科技支持力度分别为4.03%、4.03%和5.48%，科研人数分别为560 002人年、398 091人年和568 287人年，均远高于全样本平均水平。虽然江苏省金融发展得分仅为0.27分，浙江省科研人员学历得分仅为0.05分，广东省这两个指标得分分别为0.48分和0.56分，但是这3省依旧实现了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这说明只要同时满足科技金融政策、科研经费强度、政府科技支持力度和科研人数等条件，金融发展程度和科研人员学历这两个条件是否存在对高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影响不大。
（3）路径3即科研投入型。可以解释为当地方科研资金投入和政府科技支持足够大时，即使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科研人员的数量和学历水平不理想，也能实现科技金融高水平发展，其中政府科技支持力度是核心条件，科研经费强度是辅助条件。符合路径3的省份有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西省。这3个省份位于国内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金融发展上还属于新兴地区。近年来，湖北省已经建有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区21个，科技型企业科研经费强度不断增大，同时政府设立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引入银行、风投等机构，帮助企业快速融资，推进科技与金融一体化发展。安徽省和江西省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并积极引导推动地方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加大投入支持各类科技金融平台建设，整合科技与金融资源，同时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在金融市场中进行科技贷款和科技融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和科研经费投入比重不断扩大，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加速科技与金融结合高水平发展。     
    （4）路径4即环境人力型。可以解释为当地方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政府积极实施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举措并吸引一批学历高、科研能力强的科技金融人才，也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金融发展。在该路径中，科技金融政策是核心条件，金融发展和科研人员学历是辅助条件。符合路径4的省份是甘肃省和四川省。这2个省份位于国内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金融市场相对活跃。2013年甘肃省成立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培育扶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建设科技创新城孵化基地，同时省科技厅与兰州银行签署共同推进科技金融结合的战略合作协议，为科技型企业加快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而且在全省科研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科研人数的比重达79%，加速了地区科技金融的有效融合发展。2008年四川省科技厅联合多个部门率先提出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科技金融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致力于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实现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bookmark: _GoBack]表3  样本省份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路径构型
	条件变量
	路径构型

	
	1
	2
	3
	4

	科技金融政策
	
	
	
	        

	金融发展程度
	
	
	
	      

	科研经费强度
	
	
	
	

	政府支持力度
	
	
	
	

	科研人员学历
	
	
	
	

	科研人数
	
	
	
	

	原始覆盖度
	0.317 829
	0.567 184
	0.379 199
	0.272 610

	一致性
	0.951 644
	0.977 782
	0.933 227
	0.944 072

	总覆盖度
	0.759 044

	总一致性
	0.931 062


注： 1） 和  表示该要素存在， 和  表示该要素未出现；2）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辅助条件；3）空格表示该要素存在或者不存在对结果无影响。

3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选取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科技金融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出科技金融发展效率；并以2017年的科技金融发展效率为结果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金融环境、科研资金投入和科研人力投入3个方面分析影响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因素，探讨了科技金融政策、金融发展程度、科研经费强度、政府科技支持力度、科研人数和科研人员学历这6个因素对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组合效应，探寻提升科技金融发展效率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一是高效的科技金融发展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要实现高效的科技金融发展需要多个因素联合作用，任何单独一个因素都无法导致该结果的发生；二是推动地区实现高效的科技金融发展有4条路径，分别是政策平衡型、全面协作型、科研投入型和环境人力型，科技金融政策在4条路径中出现3次且2次为核心条件，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科技金融发展效率高的省份应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弥补不足的方面。北京市和上海市无论在经济金融发展还是科研经费人力投入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除了保持高效发展，还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向国外发达地区学习科技金融建设的先进经验，并引进大型金融机构和科技型企业长期发展，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同时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促进形成公平的科技金融市场竞争，依靠地区的辐射能力稳步推进京津冀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和湖北省等金融市场活跃度和科研人员数量不足，地方政府应采取措施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加大有效信贷投放，活跃金融市场，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引进一批高学历科技金融人才，促进科技金融更高效发展。四川省和陕西省的政府科技支持力度、科研人员数量是阻碍其科技金融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增加财政科技金融投入，提高财政资金运作效率，同时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留在当地为地方科技金融发展作出贡献。广东省和河南省的科研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偏少，这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科技金融更好地发展，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不仅要关注科研人员的数量，更要注重人员质量，保证科研人数和人员质量两大方面才能有更有效地推动科技金融发展。
（2）科技金融发展效率较低的省份应根据地区发展优势因地施策，寻找符合自身科技金融高效发展的路径。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等的科研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据优势，但是其他条件缺乏，可以借鉴路径1和路径4。由于金融发展需要长时间的运作，通常短时间内成效不明显，政府应颁布和完善相关科技金融政策，鼓励科技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当地科技金融发展效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云南省等的金融市场活跃，发展态势良好，并且科研人员中高学历人数占比也超过其他大多数省份，因此可以借鉴路径3。政府应加强科技扶持力度，并出台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提高科研投入，加快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山东省和辽宁省积极搭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科技型企业科研投入和科研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可以借鉴路径2。政府应重点补足科技支持不足的缺陷，同时还要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将大量资源倾注于某些企业或者行业，推动地区科技金融高效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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